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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的基础设施偏好与城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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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理论和计量分析,以中国东部沿海环渤海、长三角和华南 3 大都市带 FDI 对城市基础设施存量

的总体偏好和结构性偏好为例,探究城市基础设施通过影响 FDI 从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 研究发现:

(1)FDI 是否存在对城市基础设施总体存量的偏好或结构性偏好,取决于相应基础设施存量是否跨越了 FDI 对

基础设施偏好的最低门槛和“饱和”门槛;(2)受城市是否存在能激发 FDI 对经济增长正向溢出因素的影响,FDI

存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偏好,却不必然存在基础设施通过吸引 FDI 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3)城市基础设

施调节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主效应,而且取决于基础设施改善对

FDI 投资区域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研究结论对中国当前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理

论借鉴与决策参考作用。

关键词:FDI;大都市带;基础设施偏好;城市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3)07 - 0089 - 13

Infrastructure preference of FDI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ities:
Evidence from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belts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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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echanism of how urban infrastructure affects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FDI by

theoretical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overall and structural preferences of FDI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stock in

the three metropolitan belts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the Bohai Ri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South China.

It is found that: (1) Whether FDI has a preference or structural preference for the overall stock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orresponding stock of infrastructure crosses the minimum threshold and the “ saturation”

threshold of FDI’s preference for infrastructure;(2) FDI has a preference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but there is not

necessarily a mechanism for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urban economic growth by attracting FDI, which is influenced by

whether there are factors that can stimulate the positive spillover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3) Urban infrastructure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FDI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growth effect of FDI, but also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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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on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factor resources in FDI investment area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China’ s current policy

practice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FDI;metropolitan belt;preference for infrastructure;the economic growth of cities

　 　 对于投资东道国而言,国际直接投资(FDI)常
能缓解投资约束,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因而

不少国家都特别重视采取政策措施引进国际资

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强调,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

和水平[1]。 鉴于 FDI 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各
国都重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吸引利用 FDI 发展经

济。 在东道国吸引 FDI 的影响因素中,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无疑被看成吸引 FDI 的重要因素[2]。 然

而,基础设施存量越高的地区是否一定会吸引更多

FDI? 已有文献对 FDI 基础设施偏好的研究,还缺乏

共识[3]。 世界银行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和社会

性基础设施两类,如果说基础设施存量水平越高越

有利于吸引 FDI,那么是经济性、社会性所有类型基

础设施存量越高越有利于吸引 FDI,还是只有某类

型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提高有助于吸引 FDI?
如果 FDI 存在对基础设施存量水平的偏好,

那么被吸引的 FDI 是否一定能促进投资区域经济

增长? 尽管已有文献对经济性基础设施建设影响

FDI 投资偏好的研究为数众多,但对区域基础设施

建设是否存在通过影响 FDI 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

长的机制,还缺乏相应研究。 因研究样本不同,有
研究分别以西班牙和中国地区为例研究发现 FDI
能促进经济增长[4 - 5],还有研究以亚洲、拉丁美洲

等多国或委内瑞拉数据为例研究发现 FDI 通过负

向技术溢出抑制 TFP 增长或对企业产出的溢出作

用不显著[6 - 7]。 显然,基础设施吸引 FDI 能否促

进经济增长可能因研究样本的经济发展环境不同

而有不同结果。 FDI 投资区域或东道国的基础设

施天然构成影响 FDI 增长绩效的环境因素,考察

基础设施通过吸引 FDI 影响投资区域经济增长的

机制,有必要探究投资区域环境因素和基础设施

差异对 FDI 增长绩效的影响,这可以帮助政府更

好地理解基础设施和 FDI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东部沿海环渤海(京津冀、辽宁、山东)、

长三角(沪苏浙)、华南(广东、福建)3 大都市带是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区域[8],与内陆省

区相比,其具有相对更为丰裕的基础设施[9]。 相

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中国加入 WTO 之

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性基础设施在吸引

FDI 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0 - 11],不仅如此,FDI 还通

过正向技术溢出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增长[5,12]。
然而,已有文献对中国 FDI 基础设施偏好的研究,
多聚焦于经济性基础设施,缺乏对社会性基础设

施和基础设施总体的关注;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FDI 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要么时间跨度为中

国加入 WTO 之前,要么没有按地理位置的邻近

性、文化习俗的相近性和经济空间联系的密切性

将东部沿海地区区分为 3 大都市带考察 FDI 区域

增长效应的异质性。 因而,上述有关中国沿海 FDI
投资偏好和增长效应的研究结论,不仅可能与中

国 FDI 基础设施偏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而且可

能与加入 WTO 之后 FDI 增长效应的实际情况不

一致,不能真实反映 3 大都市带 FDI 增长效应的区

域特征。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 Wind 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

鉴》相关数据测算可知,中国在 2003—2016 年间多

年吸引外资金额以占全球 7%以上的比例落后于美

国 9%以上的比例位列全球第二①;加入 WTO 之后,
2003—2016 年每年流入中国的 FDI 中 58% 以上流

入了沿海 3 大都市带。 3 大都市带以 FDI 流入为核

心驱动力,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
城市是重要的空间单位,随着 3 大都市带对全

球化的深度融入和这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

推进,FDI 对 3 大都市带城市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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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平的继续提升是否存在总体或结构性偏好,
FDI 进入对投资城市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正向技术

溢出效应,FDI 的基础设施偏好和增长效应是否存

在地域差异,城市基础设施的存量变化是否对 FDI
的增长效应具有不同调节影响? 对上述问题从理

论与实证层面进行探索,无疑有助于深入认识基

础设施和 FDI 在中国东部沿海 3 大都市带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更好地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及中央

提出的“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的决策部

署,全面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政策实践提供

建设性思路和决策参考。
本文以中国加入 WTO 之后其东部沿海环渤

海、长三角、华南 3 大都市带地级以上城市 2003—
2016 年间经济发展的实践为研究样本,探究 FDI
对城市基础设施总体存量和结构性存量的偏好,
以及基础设施通过吸引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

相关机制。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
①不同于从公路、通信等子类经济性基础设施运

营维度探讨 FDI 对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研究,本
文从投资存量维度参照世界银行定义将基础设施

分为经济性和社会性两类基础设施,并将两者进

行加总,从总体和结构层面对 FDI 的基础设施偏

好进行研究,拓展了 FDI 对基础设施偏好的理论

内涵;②在借鉴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全球价值链理

论等理论基础上,对城市基础设施通过吸引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及其通过调节 FDI 影响城市经

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探索 FDI 对投资区域经

济增长效应影响差异的驱动因素,丰富了区域经

济与国际经济的理论文献;③通过探究中国加入

WTO 之后 3 大都市带 FDI 对城市基础设施总体存

量和结构性存量的偏好,以及基础设施通过吸引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为中国全面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对策性思路与理论

借鉴。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FDI 的基础设施偏好

FDI 存在基础设施偏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

面:①稳定投资预期。 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利于避

免投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数量和质量不符合投资

需求而产生的投资风险。 Wheeler 等[13] 研究提出

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交通、通信和能源等经

济性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对于吸引 FDI 更为重

要。 ②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 Khadaroo 等[14]研究

提出交通经济性基础设施数量和质量的改善可以

降低私人生产成本,因而可以补贴外国投资者的

总投资成本,提高 FDI 的回报率和生产率,吸

引 FDI。
虽然不少文献发现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显

著促进 FDI,但有研究对此持不同意见。 Asiedu[15]

研究认为,经济性基础设施与自然资源导向性产

业的 FDI 不太相关。 另有研究认为,如果东道国

基础设施低于某一门槛,给跨国公司带来的生产

成本节约低于某一阈值,FDI 对基础设施就不敏

感;只有东道国基础设施高于这一门槛,带来较大

的成本节约,才能吸引 FDI[3,16]。 Chakrabarti 等[3]

以印度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印度经济性基础设施

在门槛以下对 FDI 缺乏吸引作用。 吴先华等[17]研

究发现 FDI 的流入与制度变化有着显著的双向引

致关系,而经济性基础设施对 FDI 缺乏影响。
已有文献关于 FDI 对经济性基础设施偏好的

研究较为丰富,而对社会性基础设施偏好的研究

则相对缺乏。 胡晨光等[8]研究提出适应大都市带

城市经济发展需求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社会性

基础设施存量增加,有利于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
城市人力资本的提升显然有利于提升 FDI 的生产效

率,这将增加城市对 FDI 区位选择的吸引力。
然而,FDI 是否存在投资的基础设施偏好,不

能一概而论,需要综合考虑 FDI 的投资动机以及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如果 FDI 属于资源获取

型行业,即便在投资区域缺乏电力供应,FDI 通过

私人投资发电也会在投资区域进行相关投资[15]。
已有文献没有解释一些地区基础设施跨越了 FDI
偏好的最低门槛后,FDI 为什么对基础设施仍然会

缺乏投资偏好。 本文认为,这可能和 FDI 对基础

设施投资需求具有一定“饱和”门槛有关:基础设

施存量到达一定水平后,其不再是 FDI 区位选择

的考虑因素。 崔岩等[18] 以 34 个“一带一路”国家

为例研究发现经济性基础设施质量跨越一定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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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对 FDI 的吸引作用会下降,这意味着区域可

能存在经济性基础设施吸引 FDI 的“饱和”门槛,
即区域人均经济性基础设施存量超越一定门槛值

后,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增加,对 FDI 而言

缺乏吸引力。
综上分析,如果不考虑资源获取型行业,FDI

是否存在对投资区域基础设施总体或经济性、社
会性基础设施存量的偏好,取决于区域相应基础

设施存量是否跨越了 FDI 对其存量偏好的最低门

槛和“饱和”门槛。 如果 FDI 对基础设施存量偏好

跨越了最低门槛,但没有跨越“饱和”门槛,区域基

础设施投资引起的存量增加将吸引 FDI 流入,促
进区 域 FDI 存 量 增 加。 根 据 本 文 研 究 数 据,
2003—2016 年,中国东部沿海环渤海、长三角、华
南 3 大都市带城市均值水平上人均实际基础设施

存量分别维持了年均 19. 13% 、10. 60% 、16. 65%
的高速增长。 因而,如果 FDI 对 3 大都市带城市人

均基础设施存量的偏好没有跨越“饱和”门槛,我
们可以预期假说 1。

假说 1:城市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将吸引 FDI 流
入,促进 FDI 存量提升。

(二)FDI 的增长效应

FDI 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方面,又有抑制经济

增长的方面。 其促进机制包括以下方面:①挤入

效应。 FDI 带来的大量资金,缓解了东道国发展的

资金短缺,同时通过生产上的互补性和技术溢出

刺激东道国国内企业扩张,产生挤入效应[19]。
②FDI正 向 技 术 溢 出 效 应, 包 括 示 范 学 习 效

应[20 - 22]、人力资本流动效应[22 - 23]、竞争效应[20,24]

和联系效应[25 - 26]。 这些效应通过技术转移、模
仿、要素流动、市场竞争、产业联系等促进知识外

溢。 FDI 通过市场势力,抑制经济增长的机制包括

以下方面:①采取高进低出转移价格方式侵占利

润、弱化投资联系、恶化东道主国际收支[27 - 28]。
②挤出当地企业投资,降低当地生产效率[6 - 7]。
③抢夺东道主企业人才和稀缺资源,通过价值链

俘获方式抑制东道主企业发展[5,29 - 30]。
不同投资区域 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截然不

同,显然和投资区域是否存在能够激发 FDI 对经

济增长促进或抑制作用的因素有关。 如果投资区

域存在能够助推其充分吸收 FDI 正向技术溢出而

抑制其转移价格、挤出投资或“价值链俘获”的因

素,FDI 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否则未必能促进增长。
已有文献表明,FDI 投资区域的企业所有制结构,
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

平是影响 FDI 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19 ,31 - 33]。 根

据已有文献的分析,城市是否存在基础设施总体

或经济性、社会性基础设施通过吸引 FDI 促进经

济增长的机制,不仅取决于 FDI 对城市相应基础

设施存量变化是否存在偏好,还取决于城市在企

业所有制构成,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以及技

术吸收能力方面是否存在能够助推 FDI 正向技术

溢出的影响因素。 如果城市存在助推 FDI 正向技

术溢出的因素,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

促进作用,那么城市相应基础设施存量增加通过

FDI 的投资偏好引致的 FDI 存量提升就会促进城

市经济增长。
加入 WTO 之前,中国沿海 3 大都市带地区

FDI 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技术溢出作

用[5,12]。 据本文研究测算, 加入 WTO 之后的

2003—2016 年间,环渤海、长三角、华南 3 大都市

带城市均值水平上人均实际 GDP 分别维持了年均

10. 24% 、9. 80% 、9. 98%的高速增长。 这表明 3 大

都市带城市是中国国内极富经济活力的区域,其
对全球化的深度融入和人均实际 FDI 存量的增加

可能不存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反可

能延续加入 WTO 之前的正向技术溢出,促进城市

经济增长。 为此,结合假说 1,可以提出假说 2. 1、
假说 2. 2。

假说 2. 1:城市 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

具有促进作用。
假说 2. 2:城市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引致的 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三)基础设施对 FDI 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机制

本文城市基础设施总体或经济性、社会性基

础设施存量变化对 FDI 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影响机

制包括线性调节机制和门槛调节机制。 一般而

29

中国软科学 2023 年第 7 期



言,如果城市基础设施存量变化不存在很强线性

调节 FDI 存量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则可能

存在门槛调节 FDI 存量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

机制。
基础设施存量变化调节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

长的渠道主要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给 FDI 生产

经营所提供的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产生。 基

础设施建成后为城市 FDI 带来的成本节约构成金

钱外部性,带来的技术外溢构成技术外部性。 有

研究通过构建面板数据“门槛模型”,从公路、铁路

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的运营层面证实了区域基础设

施对 FDI 的 技 术 外 溢 具 有 正 向 门 槛 调 节 作

用[34 - 35]。 也有研究通过构建多因素面板数据平

滑转换模型,从公路、铁路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的运

营层面研究发现,非线性函数形式上不存在基础

设施对 FDI 技术溢出的影响[36]。 显然,基础设施

能否助推 FDI 正向技术外溢不能一概而论。 基础

设施存量增加通常可以改善基础设施的供给质

量,降低 FDI 投资成本,提高投资回报。 然而,无
论是基础设施总体,还是经济性或者社会性基础

设施存量的增加能否线性正向调节城市 FDI 的技

术溢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并不取决于基础设

施,主要取决于城市 FDI 是促进还是抑制城市经

济增长。 如果城市 FDI 通过转移价格、挤出国内

投资或负向技术溢出等因素抑制城市经济增长,
则基础设施提供的外部性可能强化 FDI 存量增加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如果 FDI 通过资金

互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等促进城市经

济增长,则基础设施改善可能通过外部性助推 FDI
技术的正向溢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尽管城市基础设施线性调节 FDI 对城市经济

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

响,但基础施设存量增加除了助推 FDI 存量增加

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的主效应外,还可能产生与

主效应相反的力量。 符合城市经济发展需求的基

础设施总体或经济性、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增加,
可能给城市国内资本的技术外溢带来积极影响,
继而通过城市国内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抑制

城市 FDI 的消极影响。 此外,如果城市相应基础

设施投资过度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城市经济发

展需求不匹配,可能会导致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对

FDI 增长效应缺乏调节作用。
如果城市 FDI 存量增加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且相对城市经济发展需求,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

过度或投资结构不匹配,则城市基础设施存量越

高,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

强。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多为政府根据经济发

展需求而进行的公共投资,通常有助于缓解基础

设施短缺,促进经济发展。 2003—2016 年间 3 大

都市带城市均值水平上的人均基础设施存量均维

持了 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这应该是地方政府服

务当地经济发展需求进行公共投资的结果。 结合

假说 2. 1,可以提出 3 大都市带城市基础设施线性

调节 FDI 增长绩效的假说 3。
假说 3:城市基础设施存量越高,FDI 存量增

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
如果城市存在基础设施对 FDI 增长效应的门

槛调节机制,这一异质性调节机制对城市经济增

长的影响同样受制于 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

长主效应以及基础设施对 FDI 增长绩效的调节影

响。 如果 3 大都市带城市 FDI 存量增加促进城市

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存量增加通过门槛调节给 FDI
发展环境带来的外部性改善将放大 FDI 存量增加

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主效应。 我们可以期望假

说 4。
假说 4:城市基础设施存量存在调节 FDI 增长

效应的门槛值,具有门槛水平以上基础设施存量

的城市,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

促进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

1.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环渤海、长三角、华南 3 大都市带

99 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关数据为观测值对所提理论

假说进行实证研究。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统计 2003
年开始使用新的行业分类标准,因而本文所使用

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3—2016 年。 研究样本中

测算基础设施存量所用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 3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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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带地级以上城市统计年鉴,常住人口、国内生

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产业结构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省、市统计年鉴中

的原始数据或由原始数据处理后的数据。 在计算

基础设施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时,由于缺乏

直辖市之外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

对此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城市所属省份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
2. 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

(1)核心变量

本文用各城市人均实际 GDP 来测度城市经济

增长,以 2003 年为基期根据各市 GDP 指数计算实

际 GDP,然后用实际 GDP 除以各城市常住人口得

到各城市人均实际 GDP,用 y 表示。 在人均实际

基础设施存量测度方面,参照世界银行对基础设

施的定义,按胡晨光等[8] 测算基础设施存量的方

法,将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划为经济

性基础设施投资,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

福利,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划为

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城

市经济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并在此基础上

加总计算各城市基础设施存量,按常住人口计算

相应人均基础设施存量,用 inf 表示(经济性、社会

性基础设施存量分别用 einf、sinf 表示)。 人均实际

FDI 存量用 fdi 表示,采用与胡晨光等[8] 同样的研

究方法进行测度。 实际人均 GDP、相应基础设施

存量、人均实际 FDI 存量测度单位为元 /人。
(2)控制变量

本文引入人均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常住人

口规模和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用 k、pop、
ind 表示。 人均非基础设施资本用各城市固定资

产投资剔除基础设施投资和 FDI 之后的其他投资

流量数据,根据永续盘存法,按胡晨光等[8]计算人

均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同样的方法以 2003 年为基

期进行计算。 产业结构用各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与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测度。 人均非基础设施资本

存量测度单位为元 /人, 常住人口测度单位为

万人。
(3)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以 2003 年为基期的 3 大都市带城

市人均 GDP、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人均 FDI 存量等

核心变量的统计描述值。 人均 GDP 均值长三角大

幅领先,环渤海相较于华南有一定程度领先。 人

均城市基础设施总体存量均值同样是长三角大幅

领先,之后依次是华南和环渤海。 3 大都市带城市

人均经济性基础设施存量均值大小排序和人均基

础设施总体存量均值排序一致,而在城市人均社

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均值方面,长三角继续领先,之
后依次是环渤海和华南。 在城市人均 FDI 存量均

值方面,长三角依旧领先一定幅度,而后依次是华

南和环渤海。 3 大都市带城市人均 GDP、人均经济

性、社会性基础设施以及基础设施总体存量变异系

数,环渤海最大,华南次之,长三角最小。 除人均实

际 FDI 存量外,相关变量变异系数华南领先长三角

0. 1 以上,而环渤海又领先华南约 0. 03 ~ 0. 16。 人

均实际 FDI 存量变异系数方面,长三角和华南相

差不大,但环渤海领先长三角和华南 0. 63 以上。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人均 GDP 反映的

经济发展阶段考察,还是从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

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方面考察,3 大都市带城市之

间长三角发展相对均衡,环渤海发展相对最为

失衡。
表 1　 核心变量的统计描述

地区 变量 y inf einf sinf fdi

环渤海

均值 34 457. 560 17 725. 970 14 912. 570 2 813. 401 8 939. 425
标准差 2 3613. 190 17 722. 460 15 418. 500 2 903. 544 16 634. 990

变异系数 0. 685 1. 000 1. 034 1. 032 1. 861
最大值 156 711. 900 113 211. 900 102 817. 000 17 716. 180 122 585. 400
最小值 3 557. 545 699. 096 471. 282 9. 680 102. 952

长三角

均值 40 788. 760 26 833. 910 23 829. 620 3 004. 295 12 640. 620
标准差 22 375. 790 18 852. 600 17 129. 670 2 181. 178 15 516. 010

变异系数 0. 549 0. 703 0. 719 0. 726 1. 227
最大值 124 268. 600 162 839. 900 151 301. 400 11 538. 430 114 523. 600
最小值 5 593. 333 2 322. 144 2 260. 165 61. 979 65. 183

华南

均值 33 114. 180 19 574. 020 17 171. 570 2 402. 450 11 803. 330
标准差 21 614. 845 16 865. 640 14 972. 100 2 245. 250 12 147. 250

变异系数 0. 653 0. 862 0. 872 0. 935 1. 029
最大值 112 644. 400 91 858. 990 81 320. 510 10 538. 480 64 272. 840
最小值 5 309. 066 982. 709 814. 481 29. 370 269. 639

(二)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1. 计量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1) ~ 模型(5),以中国环

渤海、长三角和华南 3 大都市带城市为例,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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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础设施通过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
模型(1)用于验证假说 1,模型(3)和模型(2)在模

型(1)基础上验证假说 2. 1、假说 2. 2,模型(4)、模
型(5)在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验证假说 3 和假说

4。 模型中 ln 表示对变量取自然对数,模型(1) ~
模型(5)中 yit 为人均实际 GDP, fdiit 为人均实际

FDI 存量, infit 为人均实际基础设施存量,后文研

究分类型基础设施影响时,根据需要用 ein fit (人
均实际经济性基础设施存量)、 sinfit (人均实际社

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对 infit 进行替换, I{·} 为指示

函数。 X it 为控制变量向量矩阵, μi 为个体固定效

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lnfdiit = a0 + α1 lninfit + X itα + μi + εit (1)
lnyit = β0 + β1 lninfit + X itβ + μi + εit (2)
lnyit = δ0 + δ1 lnfdiit + δ2 lninfit + X itδ + μi + εit

(3)
lnyit = ρ0 + ρ1 lnfdiit + ρ2 lninfit + ρ3 lnfdiit ×

lninfit + X it ρ + μi + εit (4)
lnyit = ϑ0 +ϑ1lnin fit +ϑ2lnfdiit × I{lninfit ≤φ1} +

ϑ3 lnfd iit × I{φ1 < lninfit ≤φ2} + … + ϑn+1 lnfdiit ×
I{φn < lninfit} + X itϑ + μi + εit (5)

2. 估计方法的确定

本文根据个体效应和 Hausman 辅助回归检验

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上述 3 大都市带的城市

数据进行计量回归②。 为避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内生性检验。
在内生性、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基础上,本文借鉴

Wintoki 等[39]的研究引入解释变量和相关控制变

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 GMM 和聚类稳健

标准误估计方法处理回归中存在的内生性、异方

差和自相关问题。 对不存在内生性的模型,由于

同时存在异方差、截面相关、自相关问题,本文

采用 Driscoll 等 [40] 提出的稳健标准误回归方法

处理上述问题。 为更好理解调节效应模型的主

效应,本文对模型中的交互变量中心化后再进

行交互。 为保证门槛模型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研究采取自助法和聚类稳健标准误对门槛模型

进行回归。
三、FDI 的传导机制

(一)FDI 的基础设施偏好

表 2 报告了中国环渤海、长三角和华南 3 大都

市带城市 FDI 的基础设施偏好:从 FDI 对基础设

施总体存量的偏好考察,假说 1 只在环渤海的回归

研究中得到实证支持;从 FDI 对基础设施存量的

结构性偏好考察,假说 1 仅在 3 大都市带的社会性

基础设施和环渤海的经济性基础设施层面得到实

证支持。
表 1 数据表明,长三角城市以 2003 年为基期

的人均经济性基础设施存量均值水平达 23 829. 62
元,领先华南城市超 6 000 元,而华南又领先环渤

海城市超 2 000 元。 显然,长三角和华南城市相对

过高的人均经济性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已超出 FDI
对其提出的发展需求,这导致两地城市 FDI 不再

存在对城市经济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偏好。 3 大都

市带城市人均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均值相差不

大,且相较于人均经济性基础设施其存量水平较

低,这应是其 FDI 投资对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增

加具有投资偏好的重要原因。
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总体存量相对

于 FDI 的基础设施偏好是否过于“饱和”,由 FDI
对基础设施结构性偏好的加总影响所决定。
FDI 对长三角和华南城市人均基础设施总体存

量增加不存在投资偏好,原因在于 FDI 对城市

人均经济性基础设施存量增加缺乏投资偏好;
而环渤海相对长三角和华南较低的人均经济性

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则是 FDI 对其经济性和社

会基础设施存量加总后的总体具有投资偏好的

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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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FDI 的基础设施偏好
地区 环渤海 长三角 华南
变量 lnfdi lnfdi lnfdi lnfdi lnfdi lnfdi lnfdi lnfdi lnfdi

lninf 0. 884∗∗∗

(0. 116) — — 0. 099
(0. 126) — — 0. 013

(0. 020) — —

lneinf — 0. 884∗∗∗

(0. 114) — — 0. 059
(0. 121) — — 0. 000

(0. 018) —

lnsinf — — 0. 909∗∗∗

(0. 161) — — 0. 036∗∗

(0. 147) — — 0. 097∗∗∗

(0. 032)

Weak IV 234. 84
(19. 93)

505. 91
(19. 93)

20. 55
(19. 93)

1 648. 01
(19. 93)

1 481. 70
(19. 93)

58. 87
(19. 93) — — —

Hansen J statistic 0. 113 0. 151 0. 111 0. 439 0. 340 0. 719 — — —
Endogeneity test 0. 000 0. 000 0. 000 0. 012 0. 001 0. 037 — — —

N 484 484 484 325 325 325 420 420 420
R2 0. 550 0. 563 0. 321 0. 659 0. 659 0. 651 0. 174 0. 174 0. 201

注:(1)∗∗∗、∗∗、∗分别表示在 1% 、5% 、10%时有统计学意义,本文 R2表示拟合优度,N 表示研究样本数量,“()”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2)
Weak IV 用于检验弱工具变量,报告的是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统计值,括号内是 Stock-Yogo 检验 10%水平的临界值;(3)Hansen J
statistic、Endogeneity test 报告的是 p 值;(4)所有工具变量均以 p 值小于 0. 01 通过了和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检验;(5)限于论文篇幅,未报告常数
项和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下同。

　 　 (二)FDI 的传导影响

城市 FDI 构成基础设施存量促进城市经济增

长传导变量的条件有两方面:一是存在 FDI 的基

础设施偏好,二是 FDI 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这在根据模型(1)、模型(3)的实证研究中体现为:
在模型(1)系数 α1 显著为正的基础上,模型(3)系
数 δ1 显著为正。 此时,模型(2)系数 β1 必然显著

为正。 这是因为:模型(2)系数 β1 反映城市基础设

施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总效应,模型(3)系数 δ1

和模型(1)系数 α1 的乘积反映基础设施通过 FDI
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存在模型(3)的传

导效应,必然存在模型(2)的总效应。 在表 2 回归

结果基础上,表 3 和表 4 回归结果表明:3 大都市

带存在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通过 FDI 影响城市经

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但由于环渤海和华南城市 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不具促进作用,假说 2. 1
仅在长三角得到支持,而假说 2. 2 仅在长三角社会

性基础设施方面得到验证。
表 3　 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地区 环渤海 长三角 华南
变量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inf 0. 040∗

(0. 023) — — 0. 166∗∗∗

(0. 030) — — 0. 166∗∗∗

(0. 027) — —

lneinf — 0. 039∗

(0. 022) — — 0. 156∗∗∗

(0. 028) — — 0. 151∗∗∗

(0. 027) —

lnsinf — — 0. 045∗∗∗

(0. 014) — — 0. 043∗∗∗

(0. 011) — — 0. 179∗∗∗

(0. 027)

Weak IV 1 105. 24
(19. 93)

1 086. 45
(19. 93)

332. 68
(19. 93)

1 648. 01
(19. 93)

1 948. 67
(19. 93) — 1 173. 56

(19. 93)
1 083. 33
(19. 93) —

Hansen J statistic 0. 205 0. 204 0. 175 0. 226 0. 191 — 0. 317 0. 364 —
Endogeneity test 0. 011 0. 062 0. 071 0. 008 0. 009 — 0. 001 0. 004 —

N 572 572 528 325 325 350 390 390 420
R2 0. 956 0. 956 0. 956 0. 970 0. 970 0. 963 0. 963 0. 962 0. 933

表 4　 FDI 在基础设施影响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传导作用
地区 环渤海 长三角 华南
变量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fdi - 0. 128∗∗∗

(0. 012)
- 0. 129∗∗∗

(0. 012)
- 0. 105∗∗∗

(0. 012)
0. 054∗∗∗

(0. 016)
0. 057∗∗∗

(0. 016)
0. 053∗∗∗

(0. 016)
- 0. 015
(0. 033)

- 0. 009
(0. 034)

- 0. 062∗∗∗

(0. 011)

lninf 0. 115∗∗∗

(0. 018) — — 0. 162∗∗∗

(0. 029) — — 0. 165∗∗∗

(0. 027) — —

lneinf — 0. 116∗∗∗

(0. 018) — — 0. 156∗∗∗

(0. 028) — — 0. 150∗∗∗

(0. 027) —

lnsinf — — 0. 063∗∗∗

(0. 014) — — 0. 041∗∗

(0. 021) — — 0. 185∗∗∗

(0. 026)

Weak IV 780. 29
(13. 43)

768. 57
(13. 43)

514. 50
(13. 43)

1 047. 81
(13. 43)

1 240. 58
(13. 43)

1 198. 28
(19. 93)

1 162. 20
(19. 93)

1 077. 46
(19. 93) —

Hansen J statistic 0. 860 0. 747 0. 116 0. 276 0. 243 0. 310 0. 352 0. 382 —
Endogeneity test 0. 060 0. 047 0. 039 0. 077 0. 071 0. 015 0. 001 0. 004 —

N 572 572 572 325 325 325 390 390 420
R2 0. 965 0. 965 0. 963 0. 971 0. 971 0. 967 0. 963 0. 962 0.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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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表明,在 3 大都市带城市 FDI 的增长效应

中,环渤海城市 FDI 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长三角

城市显著为正。 华南在控制城市人均基础设施总

体、人均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存量影响时,城市 FDI
无显著增长效应;在控制人均社会性基础设施的

存量影响时,FDI 增长效应显著为负。 华南未控制

城市人均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变化对城市经济增

长影响时,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这与

其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对 FDI 的“遮掩效应”
有关:引入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
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正向影响“遮掩”了 FDI 的负向

影响③。
前文理论分析提出,FDI 能否对城市经济增长

起促进作用,与城市企业所有制结构、产业价值链

和产业链分工水平,以及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等因

素有关,这些因素决定城市能否抑制 FDI 通过转

移价格、挤出国内投资、价值链俘获等方式产生的

负向增长溢出,并激发正向增长溢出。 为更好地

刻画 3 大都市带城市企业所有制结构、产业价值链

和产业链分工水平,以及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差异

可能对城市吸收 FDI 技术溢出的影响,本文通过

构建公式(6)测算 3 大都市带城市企业所有制结

构、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水平以及人力资本

水平指数。 公式(6)中,y 代表具体大都市带影响

FDI 技术溢出的指数;i 代表大都市带不同城市;t
代表不同年份;j 代表大都市带城市数量; xi 根据

研究需要特指用于城市企业所有制结构、产业价值

链分工水平、产业链分工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测度

的变量,分别用相应城市工业总产值国有经济占比,
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比重,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比重,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数

表示。 βi 代表权重,用各城市人均 GDP 占大都市带

所有城市人均 GDP 之和的比例表示④。

yt = ∑
j

i = 1
βitxit (6)

图 1 ~图 4 报告了根据公式(6)计算的 2003—
2016 年间 3 大都市带城市加权意义上的国有经济

比重,产业价值链分工、产业链分工水平以及人力

资本水平指数测度情况。 环渤海历年城市国有经

济比重最高,2007 年之前长三角国有经济比重领

先华南,之后落后于华南。 尽管环渤海城市国有

经济比重指数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降低,但 2016
年依然领先长三角和华南 10%以上。 国有经济比

重较高不利于区域 FDI 技术的正向溢出[31 ,41],因
而环渤海城市相对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不利于促

进 FDI 技术的正向溢出。 环渤海城市产业价值链

分工水平指数一度领先长三角和华南,但随着经

济的发展,2009 年以后 3 大都市带城市产业价值

链分工水平指数就开始比较接近,相差不大。
2003—2016 年间,产业链分工水平指数长三角最

高,领先环渤海 6% ~10% ,华南次之,领先环渤海

2% ~6% 。 产业价值链分工水平和产业链分工水

平越高,表明区域产业按照工艺升级—产品升

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这一全球价值链升级路

径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越高,越容易逃脱“价
值链俘获”,促进 FDI 技术的正向溢出。 长三角

和华南城市显著领先环渤海城市的产业链分工

水平显然有助于两大都市带更好地促进 FDI 技
术正向溢出。 环渤海城市人力资本水平指数

2003 年还处于 3 大都市带领先位置,但于 2005
年、2007 年分别被长三角和华南超越之后,其
人力资本水平就日益处于落后位置。 FDI 投资

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 FDI 技术的

正向溢出。 因而,3 大都市带城市 FDI 增长效应

在长三角显著为正,环渤海显著为负,华南不显

著或在控制人均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的影响后

显著为负,是其国有经济比重、产业价值链分工

水平、产业链分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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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本文另建了研究社会性基础设施“遮掩”效应的模型,回归结果支持本文判断。
　 在测算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水平时,由于存在一些城市缺乏较多年份一般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数据的情况,因而本文在

测算 3 大都市带城市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水平时用省区和直辖市层面数据替代。 测算指数所用原始数据来源于研究样本相关省份及地

级市的统计年鉴。



图 1　 国有经济比重比较

图 2　 价值链分工比较

图 3　 产业链分工比较

图 4　 人力资本水平比较

四、基础设施的异质性影响

(一)基础设施对 FDI 的调节影响

表 5 报告了 3 大都市带城市基础设施线性调

节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假说 3 仅在

长三角社会性基础设施方面得到支持。 在引入基

础设施对 FDI 的调节效应后,环渤海城市基础设

施存量增加,并未强化城市 FDI 显著为负的增长

效应。 这表明环渤海城市基础设施存量增加产生

的外部性,对 FDI 投资城市国内资本的技术外溢

具有积极影响:通过改善城市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抑制了 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消极作

用。 长三角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越高,FDI 存
量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越强,但基础设

施总体及经济性基础设施正向调节 FDI 对城市经

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 长三角是 3 大都市带城

市经济性基础设施和基础设施总体存量均值最高

的区域,其城市在 3 大都市带远远领先的经济性基

础设施存量水平,相对于城市 FDI 发展需求已经

“饱和”,这应是其自身及基础设施总体对 FDI 技

术溢出缺乏调节影响的因素。 华南城市基础设施

存量增加均负向调节 FDI 存量增加抑制城市经济

增长。 在引入经济性基础设施和基础设施总体存

量对 FDI 存量的调节项之后,华南城市 FDI 存量

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均由表 4 报告的负向

不显著转变为负向显著。 引入社会性基础设施存

量对 FDI 存量的调节项之后,华南城市 FDI 存量

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原来的抑制作用。
华南城市经济性、社会性基础设施和基础设施总

体存量增加负向调节 FDI 存量增加抑制城市经济

增长,表明华南城市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并没有改

善城市国内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反而强化了城市

FDI 抑制城市经济增长的主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3 大都市带城市基础设施调节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基础设施存量增

加改善投资环境从而激发 FDI 投资城市的国内要

素资源配置活力、抑制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消极

作用的情况,也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度或资源错

配对 FDI 技术溢出缺乏正向促进作用,或基础设

施存量增加助推 FDI 主效应抑制城市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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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础设施存量调节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地区 环渤海 长三角 华南

变量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y

lnfdi - 0. 124∗∗∗

(0. 012)
- 0. 125∗∗∗

(0. 012)
- 0. 106∗∗∗

(0. 013)
0. 066∗∗∗

(0. 021)
0. 066∗∗∗

(0. 021)
0. 084∗∗∗

(0. 021)
- 0. 083∗∗

(0. 034)
- 0. 076∗∗

(0. 034)
- 0. 138∗∗∗

(0. 019)

lninf 0. 127∗∗∗

(0. 017)
— — 0. 166∗∗∗

(0. 027)
— — 0. 153∗∗∗

(0. 024)
— —

lneinf — 0. 124∗∗∗

(0. 018)
— — 0. 158∗∗∗

(0. 027)
— — 0. 146∗∗∗

(0. 024)
—

lnsinf — — 0. 063∗∗∗

(0. 014)
— — 0. 059∗∗∗

(0. 021)
— — 0. 150∗∗∗

(0. 026)

lnfdi × lninf - 0. 001
(0. 005) — — 0. 009

(0. 009) — — -0. 047∗∗∗

(0. 006)
— —

lnfdi × lneinf — -0. 001
(0. 004) — — 0. 007

(0. 009) — — -0. 049∗∗∗

(0. 006)
—

lnfdi × lnsinf — — -0. 001
(0. 004) — — 0. 017∗∗

(0. 007)
— — -0. 035∗∗∗

(0. 007)

Weak IV 508. 70
(6. 61)

506. 26
(6. 61)

328. 62
(6. 61)

573. 51
(6. 61)

677. 60
(6. 61)

150. 94
(13. 43)

767. 63
(13. 43)

686. 69
(13. 43) —

Hansen J statistic 0. 285 0. 255 0. 266 0. 583 0. 530 0. 266 0. 415 0. 426 —
Endogeneity test 0. 041 0. 021 0. 046 0. 040 0. 062 0. 004 0. 001 0. 001 —

N 572 572 572 325 325 325 390 390 420
R2 0. 965 0. 965 0. 963 0. 971 0. 971 0. 967 0. 968 0. 968 0. 936

情况。 然而,只要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度或者

配置低效,且 FDI 存量增加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基
础设施存量增加就会强化 FDI 存量增加对城市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基础设施门槛调节 FDI 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根据模型(5)进行门槛效应分析,忽略基

础设施存量排列在前和在后各自占总体样本数

2. 5%的数据,将网格搜索点设为 400,在 95%置信

区间上进行 5 000 次自助法重复抽样回归。 门槛

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设施门槛调节 FDI 影响城市

经济增长的机制只在环渤海城市经济性、社会性

基础设施以及长三角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层面得

到验证。 环渤海城市经济性基础设施和长三角城

市社会性基础设施存在对 FDI 的单一门槛调节作

用,环渤海社会性基础设施则存在对 FDI 的双重

门槛调节作用。
表 6 回归结果表明,假说 4 只在长三角社会性

基础设施门槛调节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面得

到了支持。 环渤海城市经济性、社会性基础设施

门槛负向调节 FDI,且基础设施的门槛效应减轻了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这显然与环渤海

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国内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有
效地抑制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有关。 长

三角社会性基础设施门槛正向调节 FDI 存量增加,
强化了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⑤。

表 6　 基础设施对 FDI 的门槛影响
环渤海门槛变量 系数 长三角门槛变量 系数

lnfdi × I{lneinf ≤ φ1}
- 0. 131∗∗∗

(0. 024)
— —

lnfdi × I{φ1 < lneinf} - 0. 120∗∗∗

(0. 025)
— —

lnfdi × I{lnsinf ≤ φ1}
- 0. 121∗∗∗

(0. 026)
lnfdi ×

I{lnsinf ≤ φ1}
0. 059∗

(0. 032)
lnfdi ×

I{φ1 < lnsinf ≤ φ2}
- 0. 109∗∗∗

(0. 026)
lnfdi ×

I{φ1 < lnsinf}
0. 070∗∗

(0. 032)

lnfdi × I{φ2 < lnsinf} - 0. 098∗∗∗

(0. 026)
— —

五、总结性评论

本文以中国东部沿海环渤海、长三角和华南 3
大都市带城市为例,研究了 FDI 对城市基础设施

存量的总体和结构性偏好,以及城市基础设施通

过影响 FDI 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 研究发

现:FDI 是否存在对城市基础设施总体存量的偏好

或结构性偏好,取决于城市相应基础设施存量是

否跨越了 FDI 对基础设施存量偏好的最低门槛和

“饱和”门槛。 如果城市基础设施存量跨越了 FDI
对城市基础设施存量偏好的最低门槛,但没有超

过“饱和”门槛,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就能吸引 FDI
促进 FDI 存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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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门槛效应存在表明门槛效应前后回归系数可比较大小,本文针对回归系数差异的检验支持这一判断。



受城市是否存在能从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分

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激发 FDI 对经济增

长正向溢出因素的影响,FDI 存在对城市基础设施

的偏好,却不必然存在基础设施通过吸引 FDI 促

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 研究表明,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新阶段,环渤海城市经济性、社会性基

础设施存量以及基础设施总体存量增加通过 FDI
显著为负的增长传导机制抑制城市经济增长,长
三角和华南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存量增加通过

FDI 各自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的增长传导机制影

响城市经济增长。 环渤海、长三角、华南 3 大都市

带城市基础设施存量线性调节与门槛调节 FDI 对
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FDI 城市基础

设施调节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

于 FDI 的增长效应,还取决于基础设施改善对 FDI
投资区域国内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以上研究发现为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

FDI 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全面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

平的政策实践提供的启示有:①政府吸引外资需

要充分考虑 FDI 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存量需求的

差异性。 3 大都市带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根

据 FDI 对基础设施存量偏好的结构性差异,因地

制宜,合理施策。 对于城市 FDI 偏好尚未饱和的

基础设施领域,应该加大投入;对于已经相对饱和

的基础设施领域,应适度控制新增投资,使新增投

资主要用于当地基础设施的维护或者确实缺乏的

领域。 ②为有效提升 FDI 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

影响,地方政府要特别重视营造有利于促进当地

FDI 正向技术溢出的发展环境。 3 大都市带城市

FDI 是促进还是抑制城市经济增长,受城市国有经

济活力,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水平以及人力

资本水平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需要重视从提高

国有经济活力,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水

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探寻并实施促进 FDI
正向技术溢出或减轻“价值链俘获”影响的政策措

施,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③政府要重视基础设

施存量变化调节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双刃剑”
影响。 基础设施通过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调

节 FDI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由 FDI 促进或

者抑制城市经济增长的技术溢出作用决定,但政

府还可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激活投资区域国内要

素资源活力,从而减轻 FDI 负向技术溢出对城市

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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